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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巧語」與「現實」–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之運作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夥伴關係（partnership）與專業團隊（professional team）是當今國內外公共

服務領域的慣用詞，夥伴關係的運作更被視為是公共服務的核心議題，而非附加

的選項（Dickinson and Glasby, 2010），甚至出現學者所形容的「夥伴關係政體」

（government by partnership）的現象（Ling, 2000）。在社會服務領域裡，隨著

個人、家庭與社會問題的趨於複雜，一方面為結合並善用各部門資源（包含公、

私部門），夥伴關係的建構已被視為是一種可行的路徑；另一方面，為結合不同

領域的專業人員，共同為個案或其家庭提供整合性之全人的服務，專業團隊的運

作也已被視為是一種必要的方式。然而，從理念到實務，無論是部門之間的夥伴

關係或專業之間的團隊關係之運作，往往可能隨其所處之環境的變異，而遭遇到
各種困境或挑戰。

夥伴關係或專業團隊真的那麼有效嗎？相關的質疑或挑戰亦隨之而起。例

如，McLaughlin（2004）即以「夥伴關係：萬靈丹或做作」（Partnership: panacea
or pretence?）為題，挑戰夥伴關係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Dickinson and Glasby
（2010）以「何以夥伴關係行不通?」（Why partnership working doesn’t work?）
檢視夥伴關係運作的陷阱和問題；Forsyth（2010）亦以「萬靈丹或謬論？」（Panacea
or paradox?）檢視部門之間夥伴關係遭遇的困境。基本上，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

的理念應是正向、積極且有價值的，然而，從理念到實務卻可能受制於組織內、

外部環境的侷限或影響，致使理想與現實之間可能出現落差的現象。儘管夥伴關

係與專業團隊的運作確實是一套「知易行難」的理念，但它對當代社會服務輸送

的意涵卻是不容忽視的。Thompson（2003:181）即指出，服務可藉由對共同學習、

跨機構協力、以及不同專業間整合成一個單一的有效團隊而獲得改善。為此，儘

管有諸多的質疑與挑戰，如何建構有效夥伴關係及有效專業團隊的運作模式，亦
將是有效社會服務輸送所應嚴肅面對的考驗。

自1990年代初期，台灣各項社會服務迅速擴展，少子化與高齡化對家庭與社

會造成的嚴重衝擊，已使得老人長期照顧體系的建構已迫在眉睫。為統整長期照

顧服務的資源，各縣市政府已成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下簡稱長照中心），以

期能夠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整合性的服務。然而，因長照中心組織定位不明、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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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人才的進用與勞動條件不佳、公私部門夥伴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缺乏、以及多

元專業的處遇觀點不一，皆已使得長照中心的功能遭受到嚴厲的挑戰（黃源協、

吳書昀、陳正益，2010）。長期照顧服務的推動，涉及到諸多不同的部門及專業，

在實際的運作上，服務能否確實發揮其功能，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形成與運
作，仍是備受矚目的議題。

為檢視臺灣社會服務之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運作現況，本研究以研究者於

2012年所建構的「有效夥伴關係」與「有效專業團隊」的兩份量表，選取長期照

顧服務領域進行調查研究。藉由研究的發現與分析，本研究期能據以從政策、管

理與實務等面向，提出有助於建構長期照顧之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相關建議，

進而讓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在長期照顧領域的實踐，能夠從「理想」朝向「現實」
邁進。綜合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 以「有效夥伴關係」與「有效專業團隊」兩份量表為測量工具，選擇以長

期照顧領域為範疇，針對公、私部門的管理者和實務工作者進行施測，以

瞭解該領域在「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運作狀況。

2. 以長期照顧領域為例，探討影響「有效夥伴關係」與「有效專業團隊」之

組織的內、外在環境變項及個人變項。

3.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可供社會服務領域之有效夥伴關係與有效專業團隊運

作的相關政策、管理與實務面的相關建議，以縮短「理想」與「現實」之
間的落差，進而有助於提昇我國長期照顧服務輸送的品質。

貳、文獻檢閱

在社會服務發展上，治理正持續的受到關注，特別是一致性和高品質的服務

提供、安全實務的維繫、以及責信的澄清（Lawler and Bilson, 2010:10）。若將

網絡治理體現於社會服務實務，相關部門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及相關專業人

員之間的「專業團隊」之形成與運作，對服務輸送之目標能否達成有其絕對的影

響力。本研究期望能夠透過「有效夥伴關係」與「有效專業團隊」的兩份量表，

針對長期照顧服務領域進行研究，期能瞭解影響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運作的相關

因素，並依研究結果提出可供政策上、管理上及實務上的相關建議。底下將分別

從網絡治理、夥伴關係及專業團隊等三個面向進行相關的文獻檢閱。

一、網絡治理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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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廣泛運用於各項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務領域，

有的從全球層次介入，有的則從國家或政府層次介入。然而，當代的網絡治理已

超越國際或政府的活動，而擴展至非政府或非營利組織所扮演的角色（Rhodes,
1996）。Rhodes （1997）將治理界定為自我組織（self-organizing）及組織間的

網絡（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並視網絡為政府、市場結構之外的另一種
新的治理模式，該模式具有四項特點（引自孫本初、鍾京佑，2005:110）：

1. 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公、私部門以及志願部門之間的界線已變得更易鬆

動且模糊；

2. 持續的互動：由於需要相互交換資源與協商共同的目標，網絡成員之間的

互動持續進行；

3. 賽局的互動關係：以信任為基礎，透過網絡參與者協商和彼此同意的遊戲

規則來約制；

4. 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國家（政府）居於主權的立場，以間接的方式引導網
絡，自主的網絡無須對國家（政府）負責。

顯然，治理的範疇已從國家治理的概念，轉移至包括公、私部門、以及志願

部門皆參與治理運作的社會治理模式。該模式有別於以福利國家為中心的思考方

式，主張當政府無法單獨滿足人民的需求時，借助民間單位已成為不可或缺的服

務供給過程，這將產生如Patti（2000:11-2）所指，無論是公部門、非營利或營利

組織的社會福利管理者，均必須在合作的過程中發揮其運作效能。亦即，在政府
與民間部門合作的過程中，市場與志願部門都是選擇的對象。

事實上，這種治理的觀點已跳脫出傳統的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的觀點，進入

到Denhardt and Denhardt（2000: 554-8）所提出的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s,
NPS）觀點，該觀點的兩個核心主題為：（1）提昇政府公共服務的尊嚴與價值；

（2）重視公民、公民權、以及公共利益等價值內涵及實踐。政府行政人員除提

供公共服務給社會大眾之外，更應運用公民對話與公民參與等方式來強化公民精

神。故不同於新公共管理，他們認為應該將分析層次拉高，著重在公共利益與價

值的層次，將人民視為是公民（而非是公共行政觀點的案主或新公共管理所強調

的消費者），努力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參與及培力，政府的角色不在「划漿」（公

共行政觀點）或「掌舵」（新公共管理觀點），而是「服務」（serving），政府

應兼顧多方的責信，與民間部門進行合作，協調公民與社區團體的利益，創造共
享的價值。

在社會服務的發展上，以英國為例，許多當前的福利服務最初是出現於慈善

或志願部門，隨著1940年代的改革，許多的服務變成由政府主導（state-led）且

出資的福利體系，1970年代後期，一系列的國家和國際經濟危機，促使一種激進

的新思考，開啟了市場為基礎的改革，一種所謂「供給者-購買者分離」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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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儘管市場模式強調以成本、品質和回應服務使用者的需求為其最佳服務的

內涵，但其實際的運作卻使得公共服務變得甚為分歧。為回應逐漸分歧和片斷的

服務機制，1990 年代後期，一種主張「共同問題共同解決」（joined-up solution
to jointed-up problems）的呼聲，強調以跨機構的運作和夥伴關係作為統整分散

的服務，亦即，以一種網絡模式取代市場模式的運作（Glasby and Dickinson,
2008）。誠如Kooiman（1993: 251）所指，已沒有任何單一的行動者可以單獨承

擔有所事務的責任，也沒有任何單一的行動者可以支配他人，或將解決社會問題

的成本置於他人而獨自受益。Kickert et al （1997）即將網絡視為治理的新形式，

有效治理的關鍵在於網絡管理，網絡管理的關鍵則在於部門間能夠建立起真正的

夥伴關係，以及相關（專業）人員能否發展有效的（專業）團隊運作，這將直接

關係到網絡治理的成敗，更影響到社會服務是否能夠真正照顧弱勢，化解社會排
除，以及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二、夥伴關係的議題

Sullivan and Skelcher（2002）認為，夥伴關係是指不同機構的人彼此之間的

協商，他們承諾長期（至少並非短期的）一起工作，目的在於獲得服務輸送的優

勢或附加價值，這種優勢或價值並非單一機構獨力運作或雇用他人所可達成的。

Brinkerhoff and Brinkerhoff （2011）認為，夥伴關係意味著一種跨部門的關係，

參與者將承諾和才能帶上抬面上，從而產生出典型的綜效（整體大於部分的總

和）。Powell and Glendinning（2002:3）則認為，夥伴關係並不是一種單純的主

從或附屬關係，或是一種純粹市場型態的契約，它至少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機

構，彼此之間至少有某些共同的利害關係或相互依賴性，且彼此之間也需要有一

定程度的信任、平等或互惠。一般而言，夥伴關係有些值得強調的共同特性，包
括：

1. 共同的願景與目標：夥伴關係的結合至少有其共同欲達成的願景或目標，

這亦是夥伴關係維繫的動力。

2. 志願性的結合：夥伴關係的組成往往是一種基於一種志願而非強制性的結

合，成員之間的非正式關係高於正式關係。

3. 互賴、互信與互惠：夥伴關係的組成份子必須認知到彼此之間有一定程度

的相互依賴，彼此之間的互動必須建立在信任且互蒙其利的基礎之上。

4. 持久性的關係：儘管夥伴關係較偏向自願結合的性質，然而，成員之間的

關係普遍並非一次性或短暫的關係，而是可能維持一段時間之持續性的關

係。

5. 整合性的服務：夥伴關係的形成動機在於欲提供服務使用者無縫隙之整合

性的服務。

6. 綜效或增值：夥伴關係可獲得個別機構難以獲得的好處，且因權力或資源
的結合而產生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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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要發展夥伴關係呢？Pearson（2001）即指出，夥伴關係的運作即是要

解決那些複雜且難纏的問題（如貧窮或社會排除），這些問題並非是個別機構或

個別專業可獨自完成，它們需要善用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方式予以解決。依此，提

供個人化（personalization）及整合性的服務（integrated service）或許是其主要

目的。亦即，夥伴關係欲結合各方資源或服務提供者（政府、私部門或志願部門），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無縫隙之整合性服務。英國審計委員會即指出，夥伴關係是一

種重要的機制，它將中央政府部門、地方政府、機構內和機構間的專業團體、提

供服務的私人和志願部門、以及接受服務者聚集在一起，以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
（Audit Commission, 2000）。

從前述何以要發展夥伴關係，以及何以利害關係人願意參與夥伴關係論述可

知，夥伴關係可能具備雙重的意涵，一是夥伴關係用於處理複雜性的問題，另一

是欲強化組織之間的關係以提昇服務的效率和效能。因而，若能夠形成真正的夥

伴關係，且能夠順利的運作，則無論是服務使用者抑或是夥伴關係的行動者，皆

可互蒙其利。然而，夥伴關係並非單一概念或形式，它可能是一種包含不同概念

所構成的連續體（continuum），Leutz（1999）依整合程度，將健康與社會照顧

的夥伴關係區分為連結（linkage）、協調（coordination）和完全整合（fully
integration）等三種類型（引自Glasby and Dickinson, 2008:19）；Flores et al（2006:
110）依關係緊密度將夥伴關係區分為底下三種類型：

1. 合作關係（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具備非正式夥伴的特徵，獨立自主

的夥伴之間分享訊息；

2. 協調關係（coordinated partnerships）：有適度的組織結構及夥伴之間有較

正式的關係，但夥伴保有其自己的職權；如同任務小組，協同夥伴關係發

展夥伴同意一起工作的結構，為夥伴在一個方案中建立特定的角色，以及

在夥伴之間強調共同的任務和溝通管道；

3. 協力（collaboration）：聯合多個組織於一個共同的目的之較持久的夥伴
關係，它需要複雜的結構和全面性的規劃來完成他們的目標。

基本上，夥伴關係的運作並非僅止於一般的資源的交換，它需要組織或機構

彼此之間的協力；夥伴關係亦不能受制於正式體系，它需要一張緊密的人際互動

關係網（Peck and Dickinson,2008:40），因此，若夥伴關係的行動者皆能理性的

參與運作，其可能產生的綜效，將使得包括服務使用者在內的利害關係人皆可因

而獲益。Gazley and Brudney （2007）在美國喬治亞州的實證研究即發現，參與

夥伴的動機是想要取得自己部門較稀少的資源，例如，政府為了取得專門技術，

非營利部門則為了取的經費；該研究顯示，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夥伴關係常有正

向的結果，且為大多數組織共同分享。夥伴關係有助於服務的改善、增進公民的
滿足感及對政府的信任，以及取得新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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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夥伴關係被認為是一件好事時，卻有不少證據顯示出並非皆如此，

反倒認為夥伴關係是一種信念（faith）甚於實證為基礎（evidence-based）說法。

Cairns and Harris （2011）指出，美國和英國的公共政策皆鼓勵公、私部門之間

跨界的協力和夥伴關係運作，儘管政策的壓力很強且持續存在著，但從實務和研

究的證據皆顯示，公、私部門之跨界的合作，在執行上和實務上都是有問題的。

例如，緊張關係可能出現於不同部門的代表性、訊息分享和決策的過程、以及權

力和資源的分配。無怪乎Glasby and Dickinson（2008:16）指出，參與夥伴關係

運作者往往其各自的動機，若結果是混淆、不清和有爭議的，也無須感到驚訝。

Leutz（1999）亦指出，一項常用於批評夥伴關係運作的評述即是：你們的整合

是我的分歧（引自Glasby and Dickinson, 2008:19）。顯然，夥伴關係雖有其信念
上與實務上的價值，卻也潛存著一些難以掌控的風險。

在社會服務領域，夥伴關係在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求，以及在改善人們生活

品質的服務輸送上也許是重要的，它雖可帶來機會，卻也可能存在一些潛在的風

險，特別是夥伴關係不見得一定是有效率的（直接和相關的間接成本）；此外，

夥伴關係運作所伴隨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亦可能「製造混淆和弱化責信」，它

不見得對每個案例都是最佳的解決方法（Audit Commission, 2005: 2）。Glasby and
Dickinson （2008:62） 亦指出，當我們宣稱夥伴關係對服務使用者的需求有潛

在的好處，包括更為統整、全面的服務，但其他人卻可能視夥伴關係的運作是一

種導致降低選擇，以及更多有利於服務之權力的集中，而非真的有利於服務使用

者。Appuhami, Perera and Perera （2011）的研究亦發現，相當多的政府與民間

部門的夥伴關係未能獲致經濟上的效益，主要是因為他們無力去管理行為的風險
（包括投機主義、有限的理性、不確定性、財產的特殊性、以及交易的頻率）。

如何強化夥伴關係的正向效果，並降低其負面的作用，這是有效夥伴關係運

作上的一項重要議題。Hafford-Letchfield（2009:35）即指出，發展夥伴關係策略

時，必須考慮到環境以及整合性工作，且確認管理工具是否能夠協助計畫或管理

之執行。West and Markiewicz （2006）即提出包括七個面向的有效夥伴關係運

作的清單，七個面向包括：（1）共同承諾的目的和目標；（2）相互依存的結果；

（3）明確的角色；（4）文化的調適；（5）聚焦於品質和創新；（6）真誠的合
作；以及（7）專業的信任和尊重（引自Jelphs and Dickinson, 2008:82）。

三、專業團隊的議題

專業團隊是一種跨科際的協力，Bronstein（2002:113）將協力定義為「促進

個別專業獨自行動所無法達成之目標的一種有效的人際過程」。Abramson and
Rosenthal（1997:1479）則指出，協力需要「一個共同的願景、一個共同的發展

結構、以及工作、資源和獎賞的分享」。如同夥伴關係般，團隊的概念並非是單

一的，隨著團隊成員間的關係、團隊目標和團隊凝聚度的變異，由專業人員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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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團隊可區分為「多專業團隊」（multi-professional team）與「跨專業團隊」

（inter-professional team）。「多專業團隊」係指幾個不同的專業在一起工作，

但比較不會為了配合其它團體而調適自身的專業角色、技術、知識或機構責任

等，其所關心的是其角色內的合作，而不是要跨越界線的。一般而言，多專業團

隊的運作對服務具有「累加效果」（additive effects），亦即，它是一種專業觀

點的整合，沒有一種專業可掌控全局。「跨專業團隊」係指為適應其它的專業團

體和機構而調適自身的專業角色、技術、知識或機構責任，團隊的目標也因而能

夠藉由彼此分享訊息、確定需求、形成計畫以及提供適切的服務，以使得個案能

夠適切地獲得全人的照顧（Mathias, Prime and Thompson, 1997）。跨專業團隊的

運作對服務具有「乘數效果」（multiplicative effect），亦即，專業間的互動超過

個別的總和，這種相對較為全形的觀點，努力的結果要超過單純的加總，專業間

的合作產生新的潛能，並促進與提昇個別專業的貢獻（Rawson, 1997; Leathard,
2003）。

從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者獨自工作的多專業主義，轉變到不同領域之專

業者協力工作的跨專業主義，將影響每位相關的人，且每位相關的人也將影響它

的發展（Crawford, 2012）。本研究傾向將專業團隊視為是一種跨科際或跨專業

（inter-disciplinary or inter-professional）的組合，它可能是處於同一組織之專業

的結合，亦可能是多個不同組織之專業者的結合，其目的是欲為服務使用者提供

一個全面性或全人的服務。無論是何種類型的專業團隊，一般而言，專業團隊的
特性可歸納如下：

1. 共同的目的與目標：不同專業領域者為達成某一服務的目的或目標而結合

在一起。

2. 專業的互補性：為解決或滿足服務使用者多元或複雜的問題或需求，專業

團隊的成員是由各種不同但具互補性的專業成員所組成。

3. 承諾、信任與互惠：專業團隊的成員彼此之間對於團隊的形成是具有共識

的，且願意以信任和互惠的態度共事，以致力於服務目標和目的的達成。

4. 溝通與協商的意志：為處理複雜的問題，不同專業者不可過於本位主義，

而應以樂於溝通和協調的方式參與團隊的運作。

5. 團隊領導者：儘管團隊的組成不見得一定是一種正式的組合，但為讓事情

能夠順利運作，團隊須產出領導者以凝聚並激勵團隊的士氣。

6. 團隊重於個人：當團隊的目標與自己的專業自主相左或有矛盾時，應以團
隊的目標為重。

如同夥伴關係般，團隊往往被視為是一件好事，然而，團隊工作並不必然較

佳或有更高的績效。Allen and Hecht （2004）指出，一群個體在一個團隊的名義

下共同工作，其所獲得的並不必然會高於一群獨自工作之有能力的個人，且證據

顯示，它是心理的優勢（psychological benefits）或團隊的浪漫（romance of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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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人們認為他們的團隊表現較佳，事實上，團隊並不必然一定可產生高績效，

它也可能令管理者失望。Salas et al （2000:340）也指出：「過去，很多組織假

定一個團隊是個體的集合，且假定只要將成員聚集在一起，便能夠有有效的績
效，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在社會照顧的脈絡裡，當有各種潛在的緩和因素可能降低團隊工作的影響，

但有些評論者對它能夠獲得多少期待中的好處卻保持著懷疑的態度，Zwarenstein
and Reeves （2000:1022）即指出，這種脈絡充滿著對團隊工作之價值的美化，

但卻缺乏證據來支持它必然是一件「好事」的想法，因此，他們的結論是「協力

真的是這麼好嗎？」（引自Jelphs and Dickinson, 2008:23）。這種質疑是有其原

因的，例如，信任和尊重往往是團隊運作非常重要的議題，但在Lencioni（2002）
提出之團隊的五項障礙階梯圖中，若缺乏信任將可能衍生出更多的障礙，包括：

（1）缺乏信任；（2）畏懼衝突：（3）缺乏承諾；（4）逃避責任；以及（5）
不在意結果。顯然，團隊工作並不容易付諸實現，有許多的因素可能會阻礙團隊

工作的穩步前進。為讓團隊可順利運作以達成其目標，有效團隊的建立是不可或

缺的要件。何謂有效的團隊？許多研究已指出，有效團隊往往具有若干特徵，包
括（Hayes, 2002; Robbins and Coulter, 2007; 張緯良，2007）：

1. 明確的目標：高效能的團隊成員對於其所要達成的目標有清楚的瞭解，並

且相信該目標隱含著值得追求的價值或是重要的結果。

2. 共同的承諾：高效能團隊成員會顯露出強烈的忠誠，以及對團隊的奉獻精

神，這種被稱之為共同的承諾，將使得成員對團隊表現出強烈的認同，且

願意為團隊的目標奉獻。

3. 相互信任：高效能團隊的成員彼此皆能相互信任，亦即，成員們相信彼此

的正直、人格及能力。

4. 適宜的領導：適宜的領導者能夠引領而非控制團隊未來的方向，指出達成

目標的途徑，協助員工克服困難，增加團隊信心，並率領團隊一起向目標

邁進。

5. 良好的溝通：高效能團隊的成員能以簡單與清晰易解的形式彼此傳遞訊

息，以增進彼此的瞭解，進而提高團隊成員的向心力與認同感，以協助團

隊創造更佳的績效。

6. 相關的技巧：若團隊成員具備多方面的技巧和能力，且願意調整其工作技

能，協力合作來滿足團隊的需求，自然有助於團隊任務和目標的達成。

7. 協商技巧：團隊成員需要具備適當的協商技巧，此乃因團隊中的問題及關

係可能經常改變，成員須有足夠的能力來面對調停差異。

8. 內部與外部的支持：就內部而言，有效的團隊必須要有完善的基礎結構，

如適當的訓練、績效評估制度、報酬和獎勵體系以及支持的人力資源系
統；就外部而言，管理者應該提供團隊完成工作所需要的資源。



- 9 -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

依據前述的文獻檢閱及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1. 個人變項：包括個人特性（如性別、年齡、身份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

等）；專業領域（專業背景）及工作性質（如個人服務機構性質、職務、

工作型態、薪資水準及服務年資等）。

2. 組織變項：包括組織特性（如組織類型、創辦時間、主要服務對象）、組

織規模（如服務人力、經費來源與規模、承接政府方案量）、及組織合作

（如常互動的夥伴類型、扮演的角色）。

3. 團隊變項：包括團隊成員及合作型態。

4. 夥伴關係：包括結構面（8 題）、認知面（7 題）、行動面（10 題）、風險

面（9 題）與結果面（9 題），合計 43 題。每題又區分為應然面和實然面。

5. 專業團隊：包括團隊結構（7 題）、團隊文化（7 題）、團隊領導（10 題）、

團隊運作（11 題）與團隊績效（6 題），合計 41 題，每題又區分為應然面
和實然面。

依研究之目的，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如下：

1. 長期照顧之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運作之應然面與實然面的狀況為何？應

然面與實然面是否有落差？

2. 影響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之運作的因素為何？

3. 影響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各次面向之運作的因素為何？
4. 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關聯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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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所以「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該問卷主要是修

改自 2011 年研究者所主持的國科會補助計畫專題「從「巧語」到「現實」- 夥

伴關係與專業團隊運作模式之建構」之「夥伴關係量表」及「專業團隊量表」。
其中夥伴關係量表為 5 個面向，共 43 題，專業團隊量表為 5 個面向，共 41 題。

本研究主要是欲探討臺灣長期照顧領域之夥伴關係及專業團隊的運作狀

況，採集群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進行抽樣，分別抽到臺北市、臺中市、宜

蘭縣、嘉義縣及屏東縣等五縣市。爾後，分別從前述五個縣市政府的社會處、衛

生局、長照中心手冊和社政公告等資訊整理出轄內直至 2013 年 2 月底從事長期

照顧服務之社會福利團體；本研究以五縣市長期照顧資源名冊為母體（靜態名

單），經由研究者排除與服務輸送明顯無關之單位後取得受訪名單，其中，公部

門以「科」為單位，而私部門以「組織」為單位，每單位均邀請主管階層及實際

夥伴關係
一、結構面

二、認知面

三、行動面

四、風險面

五、結果面

組織變項
一、組織特性

二、組織規模

三、組織合作

個人變項
一、個人特性

二、專業領域

三、工作性質

專業團隊
一、團隊結構

二、團隊文化

三、團隊領導

四、團隊運作

五、團隊績效

網絡治理情境

長期照顧網絡的反思
與建構（建議）

圖 1 研究架構圖

團隊變項
一、團隊成員

二、團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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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夥伴關係運作之承辦人接受調查訪問。經過福利資源名冊的確認後，本研究

總共以五縣市 292 個組織做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在資料收集方面，是由研究者

或訪員到各機關（構）進行面對面的訪問，最終完成 138 個機構，計 256 份有效
問卷。

在量表信度分析上，夥伴關係總量表計有 43 題，分為應然面及實然面二個

層次，在應然面部分其Cronbach’s α值為.942，實然面之Cronbach’s α值為.920，
五個面向之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皆在 0.9 以上（介於為.910～.967）。專業團

隊總量表在預試部分計有 41 題，亦分為應然面及實然面二個層次，在應然面部

分其Cronbach’s α值為.999，實然面之Cronbach’s α值為.997，五個面向之分量

表Cronbach’s α值皆在 0.85 以上（介於為.861～.997）。顯示無論是夥伴關係或專
業團隊之總量表或其各分量表之信度皆相當高。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將分四個部分分析之：（1）個人及組織概況；（2）個人、

組織與夥伴關係；（3）個人、組織與專業團隊；以及（4）專業團隊與夥伴關係
之關係。主要研究發現扼要歸納如下：

一、個人與組織之概況

1. 受訪者多數為女性，以社工和護理領域專業背景者居多，多數領有專業證

照或經國家考試及格者。

2. 受訪者多數服務於私部門，以從事直接服務者居多，職級以第一線工作員

和機構主管較多，平均薪資介於 30,000-34,999 者居多，從事現職工作多

數在 1 年以下，但從事長期照顧工作的年資在 1 年以下和 10 年以上者相

當。

3. 受訪者的服務單位以立案團體和財團法人者居多；專職人力平均約 26 位

人；政府補助經費占機構總經費平均約四成，機構之預算與決算的經費規

模皆逾 2500 萬；私部門承辦政府方案逾六成來自社政機關；平均委託和

補助案量各約為 13 件；絕大多數私部門與政府機關有經常性的互動，且

互動品質頗為正向。

4. 受訪組織近八成位於都會區或市鄉混合區，近七成的組織接受縣市政府委

託長期照顧相關服務逾三年；委託項目以長期照顧機構和喘息服務者最

多，皆超過四成五；逾七成五的組織辦理或參與聯繫會報的頻率在三個月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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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組織與夥伴關係

1. 受訪者對夥伴關係之應然面與實然面的各個面向普遍有正向的反應，對於

結構面、認知面、行動面、結果面絕大多數皆偏向正向的認知（應然），

但對風險面則為同意程度較低者居多；同樣的現象出現於實際面（實然）。

2. 夥伴關係的應然面和實然面的所有題項，其同意程度幾乎皆顯現出實然面

顯著低於應然面。

3. 組織主要經費來源及承接政府方案來源，在夥伴關係的應然面或實然面的

某些面向呈現顯著差異，值得注意的是與長期照顧領域有直接關係的社政

和衛政機關，在風險面出現的顯著差異。

4. 組織常互動的單位類型在夥伴關係的應然面或實然面的某些面向呈現顯

著差異，尤其是在風險面的差異較為明顯。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無論是跟

那類型單位互動，風險被認為應該是較低的，但實際上卻顯出現與財團和

社團法人的互動，涉入的風險是明顯較低的。

5. 組織接受委託長期照顧服務委託項目在夥伴關係的應然面或實然面的某

些項目呈現顯著差異，尤其是在居家護理實然面的多個面向尤為顯著。

6. 組織有定期辦理聯繫會報者或有實地訪視輔導經驗者，在夥伴關係某些面

向的反應呈現顯著差異，尤其是定期辦理聯繫會報對實然面的多個面向有

顯著的意義。

7. 組織接受政府補助比例的多寡，在夥伴關係的實然-行動面呈現顯著差

異，補助比例相對最低者顯著高於最高者。

8. 組織與政府機關互動關係在夥伴關係應然面的各面向未呈現顯著差異，但

在夥伴關係實然面的絕大多數面向皆顯著差異；組織與財團法人機構互動

關係在夥伴關係應然總體及多個面向有顯著差異，且在夥伴關係實然面的

所有面向皆呈現顯著差異；組織與社團法人機構互動關係在夥伴關係應然

-結構和應然-認知面呈現顯著差異，但在實然面除實然-風險面未呈現顯著

差異外，其餘面向皆呈現顯著差異。

9. 夥伴關係應然面與實然面，以及或夥伴關係的各個面向彼此之間，皆存在

著顯著的正相關。

10. 夥伴關係應然面能有效預測夥伴關係實然面，特別是應然面的「結構面」

與「風險面」對夥伴關係實然面有顯著性的影響。

11. 夥伴關係實然面能有效預測夥伴關係應然面，特別是實然面的「風險面」
對夥伴關係應然面有顯著性的影響。

三、個人、組織與專業團隊

1. 專業團隊成員的組成以社工師和護理師背景者居多，營養師次之，再其次
為醫師，其他專業則在五成以下；經常互動團隊成員在 5 人以下、6-10
人及 21 人以上者各約佔二成五；認為團隊是高度合作者居多，其次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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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合作。
2. 受訪者對專業團隊之應然面與實然面的各個面向普遍有正向的反應，一般

而言，應然面的反應高於實然面，特別是實然面之「團隊成員（已）依績

效獲得公平的報酬/回饋」以及「團隊能開誠布公的處理不信任」，其同

意程度低於八成。

3. 專業團隊各個面向之應然面與實然面皆呈現顯著落差，現實的實然面低於

期待的應然面。

4. 主管層級者在專業團隊的實然-結構面及實然-領導面顯著高於承辦人，領

有專業證照或經國家考試及格者在實然-總體及其各個次面向皆顯著高於

無專業證照或未經國家考試及格者。此外，機構主管在專業團隊實然面的

各個面向，皆高於部門主管、督導和第一線工作員，尤其是在實然-結構

面及實然-領導面，皆顯著高於第一線員工。

5. 護理專業背景者在專業團隊實然面普遍高於其他專業背景者，尤其是在實

然-總體、實然-結構及實然-領導等面向，皆顯著高於社工；現機構工作年

資在 2-4 年者，在應然-績效面顯著高於 8-10 年者；在現職工作年資 6-8
年者，在應然-文化面顯著高於超過 10 年者；在長照領域工作年資 10 年

以上者，在實然-文化面顯著高於 2 年以下者。

6. 受訪者的年齡與專業團隊實然面的實然-總體、實然-結構、實然-文化、實

然-領導與實然-運作，皆呈現顯著正相關；受訪者在機構年資與實然-領導

成顯著正相關；受訪者職位年資與實然-總體、實然-文化與實然-領導成顯

著正相關；受訪者在長期照顧服務年資與實然-總體、實然-結構、實然-
文化、實然-領導與實然-運作，皆呈現顯著正相關。

7. 組織之主要經費來源為政府補助者，在專業團隊實然-領導面顯著高於自

籌者。此外，組織承接之政府方案有司法機關者，在應然-結構面顯著高

於沒有承接者。

8. 組織常互動的單位為政府機關者，在應然面無任何面向有顯著差異，但在

實然-總體與實然-運作面皆顯著高於無常互動者。常互動的單位為財團法

人者，在專業團隊的應然-整體、應然-文化、應然-領導、應然-運作及應

然-績效，皆顯著高於無常互動者；然而，在實然面上卻僅有實然-領導面

顯著高於無常互動者。組織常互動的單位為社團法人者，在應然-文化面

顯著高於無常互動者；然而，在實然面的實然-整體、實然-文化、實然-
領導、實然-運作及實然-績效，皆顯著高於無常互動者。

9. 組織接受委託之長期照顧服務項目為社政單位主辦者，在提供交通接送服

務上，有提供者在應然-結構面顯著高於沒有提供服務者。有提供家庭托

顧者服務者，在實然-總體、實然-領導及實然-運作皆顯著高於沒有提供

者。有提供老人餐飲服務者，在實然-總體、實然-領導、實然-運作及實然

-績效等面向，皆顯著高於沒有提供者。在長期照顧機構服務上，有提供

服務者在實然-結構面，顯著高於沒有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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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組織接受委託之長期照顧服務項目為衛政單位主辦者，有提供居家護理

者，在應然-總體、應然-運作及應然-績效皆顯著高於沒有提供者；且在實

然面的實然-總體、實然-結構、實然-領導、實然-運作及實然-績效等面向，

皆顯著高於沒有提供者。有提供社區及居家復健者，在應然-結構與應然-
績效皆顯著高於沒有提供者。較為特別的是，有提供喘息服務者，在應然

-領導面顯著低於沒有提供者。

11. 有定期辦理聯繫會報者，在專業團隊的實然-總體、實然-文化與實然-領
導皆顯著高於沒有辦理者。然而，辦理頻率並無顯著的影響。

12. 組織與政府機關互動良好者，除實然-績效面外，其他專業團隊實然面的

各個面向皆有顯著的差異，且普遍展現出互動愈良好者，專業團隊的實務

愈佳。組織與財團法人互動良好者，在專業團隊應然面與實然面的各個面

向，皆有顯著的差異，普遍展現出互動愈良好者，對專業團隊的期待與實

務愈佳。組織與社團法人互動良好者，除應然-領導與應然-績效面外，其

他專業團隊應然面與實然面的各個面向皆有顯著的差異，且普遍展現出互

動愈良好者，專業團隊的認知與實務愈佳。

13. 組織提供長照服務時間在專業團隊實然面上有顯著差異，其中，服務滿

三年者在實然-領導面顯著高於滿一年者。

14. 團隊合作狀況在專業團隊之應然面與實然面有顯著的差異，高度合作者

在應然面的各個面向皆顯著高於中度合作者；此外，高度合作者在團隊實

然面的各個變項，更呈現出顯著高於中度合作者和低度合作者。

15. 訪視輔導的間隔與專業團隊應然-領導呈現顯著負相關，且在實然-總體

與實然-領導，亦呈現顯著負相關。接受勞政機關委託案數與專業團隊應

然-總體、應然-文化、應然-績效與實然-領導呈顯著負相關；接受勞政機

關補助案數與專業團隊實然-領導成顯著負相關；接受勞政機關委託或補

助額度與專業團隊應然-總體、應然-運作、應然-績效及實然-績效呈顯著

負相關。

16. 專業團隊隨著其合作程度可區分為交流、協調和合署辦公，無論是交流、

協調或合署辦公，除合署辦公與應然-績效面未達顯著正相關外，其他變

項皆呈現顯著正相關。

17. 專業團隊應然面與實然面，以及或專業團隊的各個面向彼此之間，皆存

在著顯著的正相關。

18. 專業團隊應然面能有效預測專業團隊實然面，特別是應然面的「結構面」

對專業團隊實然面有顯著性的影響。

19. 專業團隊實然面能有效預測專業團隊應然面，特別是實然-結構面和實然

-績效面對專業團隊應然面有顯著性的影響。

20. 專業團隊應然面的各面向能有效預測其應然-績效面，特別是應然-領導

面與應然-運作面對應然-績效面有顯著的影響；專業團隊實然面的各個面

向亦能有效預測「應然-績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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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專業團隊應然面的各面向能有效預測其實然-績效面，但沒有任何特定的

次面向是顯著的。專業團隊實然面的各個面向能有效預測實然-績效面，

特別是實然-結構面與實然-運作面對實然-績效面有顯著的影響。

22. 專業團隊的應然面能有效預測團隊合作的程度，但並沒有應然面的次面

向是顯著的；專業團隊的實然面能有效預測團隊合作的程度，特別是實然

-運作面達顯著程度。

23. 團隊合作程度能有效預測專業團隊應然面，特別是團隊合作協調因素達

顯著程度；團隊合作程度亦能有效預測專業團隊實然面，且三個團隊合作
的因素（交流、協調與合署辦公）皆達顯著程度。

四、專業團隊與夥伴關係之相關性與預測

1. 專業團隊應然面與夥伴關係應然面，無論是專業團隊應然-總體或其各個
次面向，皆與夥伴關係的應然-總體及其各個次面向，皆呈現顯著相關。
專業團隊實然面與夥伴關係應然面的關係，除專業團隊之實然-文化面與
夥伴關係的應然-風險面未達顯著相關外，其餘之總體或各個次面向皆呈
現顯著相關。至於專業團隊應然面與實然面的各個次面向，皆與夥伴關係
實然面的所有面向皆呈現顯著相關。

2. 專業團隊的應然面與實然面能有效預測夥伴關係的應然面，兩者皆達顯著
水準；在各個次面向上，專業團隊的應然-結構面、應然-績效面與實然-
結構面達顯著水準。

3. 專業團隊能有效預測夥伴關係的實然面，唯僅有專業團隊實然面達顯著水
準；在各個次面向上，專業團隊的實然-結構與實然-領導達顯著水準。

4. 夥伴關係能有效預測專業團隊的應然面，但僅有夥伴關係應然面達顯著水
準；在各個次面向上，夥伴關係的應然-認知面、應然-行動面與應然-結果
面皆達顯著水準。

5. 夥伴關係能有效預測專業團隊的實然面，但僅有夥伴關係實然面達顯著水
準；在各個次面向上，夥伴關係的應然-結構、應然-風險、實然-結構、實
然-行動及實然-風險等面向皆達顯著水準。

伍、 討論與建議

臺灣已從高齡化社會逐步邁向高齡社會，甚至在短短二十年期間，即將步入

超高齡社會，老人長期照顧是項難以逃避的議題，因其涉及到多部門、多領域與

多專業，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關係到服務能否到位的重要面向。藉由本實證研究

的發現，底下將分別就長期照顧的政策面、管理面與實務面進行討論，進而提出
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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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面的討論與建議

（一）持續深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以提昇長期照顧服務品質

本研究顯示，臺灣長期照顧的服務輸送相當程度地依賴民間單位的協助，每

個民間組織平均接受委託和補助方案數各約 13 件，且民間機構運作的總經費，

近四成是政府委辦或補助之方案收入，這種公私部門的合作顯然是偏向 Glasby
and Dickenson（2008）所稱的方案夥伴關係，且某種程度上亦出現類似 Gazley and
Brudney（2007）在美國的研究所指出的非營利組織參與夥伴的動機是為了取的

經費。本研究亦發現，絕大多數私部門與政府機關有經常性的互動，且超過九成

以上的組織認為與政府機關的互動品質良好，這項發現亦與 Gazley and Brudney
（2007）所指稱之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夥伴關係常常有正向的結果，且為大多數

組織共同分享。顯然，若能持續深化公私部門之間的夥伴關係，其所建構之良好
的互動關係將可為服務品質帶來正向的結果。

（二）建全夥伴關係的結構與風險管理機制，以為其實務運作奠定穩固基礎

無論是協調的夥伴關係抑或協力，夥伴關係需要有在一起工作的結構，例

如，參與者的明確角色、任務和溝通管道；特別是較持久的夥伴關係，它需要複

雜的結構和共同承諾的目的和目標（Flores et al., 2006; Jelphs and Dickinson,
2008）。此外，夥伴關係也須要有共同的願景和目標作為維繫的動力。這些涉及

到的角色、任務、目標、願景皆為夥伴關係的結構。本研究發現，夥伴關係的應

然-結構面是影響夥伴關係實然面最重要的因素，亦即，影響夥伴關係的實際表

現最重要的關鍵即是結構因素，為此，若欲讓夥伴關係發揮實際作用，應致力於

為其行動建構較健全的結構。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無論是夥伴關係的實然面或

應然面，風險皆為經營夥伴關係顯著的因素，這種發現與 Appuhami et al（2011）
研究所發現是相仿的，該研究指出，相當多的政府或民間部門的夥伴關係未能達

成經濟上的效益，主要是因為他們無力去管理行為的風險。為此，為讓有效的夥

伴關係能發揮作用，除了打造完善的夥伴關係的結構要素外，亦應妥善管理可能
的風險，以為夥伴關係的實踐奠定穩固的基礎。

（三）地方之社政與衛政單位的結合，以為專業團隊的運作創造有利契機

我國十年長期照顧服務項目，一部份由社政單位主責，一部份由衛政單位主

責，本研究約略發現，在長期照顧服務提供上，有提供衛政主責的服務項目（如

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復健、及喘息服務）者，在專業團隊的許多面向有較佳的

反映；反之，有提供社政主責的服務項目者（如交通接送、居家服務、餐飲服務、

長期照顧機構），僅有少數專業團隊面向呈現較佳的反映。這種不一致的現象，

可能與衛政與社政體制長久分離有關。在現實環境中，體系的分離致使雖為需要

透過跨部門整合的長期照顧服務，在實務運作上往往仍讓需要接受服務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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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個健康與社會服務之間的無人之境…」（DoH, 1998）。為建構一個可提供較

具品質和創新的長期照顧服務，社政與衛政單位的協力，以營造「一個共同願景、

一個共同發展結構、以及工作、資源和獎賞的分享」的體制（Abramson and
Rosenthan, 1997），是政策上所必須思考的。臺灣在中央行政體制上雖已透過「衛

生福利部」的設置，將社政與衛政結合為一，儘管這項體制的變革可為衛政與社

政的結合創造有利的平台，但因地方政府仍是兩套體系在運作，致使往往是地方

主責的長期照顧服務輸送，不見得能以真誠的合作來提供專業團的的服務。因

而，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皆應思考並致力於為社政與衛政的結合，創造更多有
利的契機。

（四）逐步推動協力的具體作為，以作為提昇專業團隊成效的策略

專業團隊合作的形式是多元的，它可透過不同的團隊結構，以協助員工和管

理者明辨自己在團隊中的角色或任務（Øvertiveit et al., 1997）。在實務的操作上，

從鬆散到緊密的合作型態約略可以有：交流、協調到合署辦公。本研究發現，團

隊合作的交流、協調及合署辦公，皆是預測專業團隊實然面的顯著因子。因而，

組織若能營造團隊成員間的適切交流或協調機制，甚至是合署辦公，即可能隨著

其合作關係的提昇，而在專業團隊的許多應然和實然面皆有實質的效益，特別是

專業團隊實然-績效面。為此，在促進專業團隊的合作上，可藉由開啟跨專業間

的交流為出發，依團隊的互動情況逐步提昇至協調機制的建立，且在時機成熟

時，地方負責長期照顧的相關專業能採取合署辦公的方式來推動，將可為提昇有
效專業團隊運作的實務策略。

（五）活化夥伴關係的各個面向，以促成專業團隊的實務與實質績效

隨著社會或個人問題的趨於複雜，但其回應體系卻是分歧、片斷且複雜的，

這些現象使得 Kooiman（1993）沈重的指出已沒有任何單一行動者可以單獨承擔

所有事務的責任，這亦促使 Glasby and Dickinson（2008）疾呼要以跨機構的運

作和夥伴關係作為統整分歧的服務。本研究發現，夥伴關係應然面與實然面的變

項，皆可高度預測專業團隊實然面，這種現象彰顯出夥伴關係的行動有益於專業

團隊之實際行動的展現。然而，如前所述，夥伴關係的認知與實務已出現「知易

行難」的矛盾，為促成專業團隊的實務與實質績效，策略上應思考要如何活化夥

伴關係的認知與期待，並藉由創新的作為，致力於專業團隊實然面各個次面向的
提昇，以為夥伴關係和專業團隊的連結建構起一穩固的模式。

二、管理面的討論與建議

（一）維繫長期照顧人力的穩定，以穩固專業團隊的運作

網絡成員之間的持續性互動是新治理模式的重要特點之一（孫本初、鍾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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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2005），亦即，持續性互動是公私夥伴關係的重要基礎，或許藉由持續性的

互動，較易有機會或情境培養專業團隊運作所需要的承諾、信任與互惠(Crawford,
2012)，進而營造有效專業團隊所需的要件。本研究發現，受雇於長期照顧機構

者的服務年資，抑或從事長期照顧工作年資，普遍皆有偏低的現象；本研究亦發

現，受訪者的年資無論在機構、職位或長期照顧領域服務年資，皆與專業團隊的

應然面和實然面的許多面向呈顯著正相關，尤其是在長期照顧領域的年資，在專

業團隊的反應除實然-風險面外，其餘面向皆顯著正相關。然而，受雇者服務於

長期照顧的年資偏低是事實，這顯然對專業團隊的運作是較不利的，故若欲促進

或穩固專業團隊的運作，如何維繫長期照顧人力的穩定，是專業團隊管理層次上
必須面對的議題與挑戰。

（二）檢視與政府機關互動可能存在的風險，以促進夥伴關係的形成與運作

儘管夥伴關係被認為是一件好事，但夥伴關係的運作是有其風險性的，例

如，夥伴關係不一定有效率，且可能伴隨著複雜性、不確定性、投機主義等負面

的現象（Audit Commission, 2005; Appuhami , et al. 2011）。本研究發現，在夥伴

關係的風險面上，常與政府互動的組織感覺上其所可能面對的風險雖是較低的，

但在實務面卻不顯著；常與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互動的組織，在夥伴關係實際的

運作上所感受到的風險是明顯較低的，但常與政府部門互動者並未顯著。此外，

有承接社政機關方案的組織，無論是夥伴關係的應然-風險面或實然-風險面，皆

比沒有承接者感受到較低的風險；但對衛政機關的反應卻正好相反。真誠的合作

是有效夥伴關係的要素之一（Jelphs and Dickinson, 2008），若夥伴關係的參與者

對所欲合作的夥伴存在著疑慮或不確定感，將可能不利於彼此的信任，更將衝擊

到合作的績效。前述的發現隱約的感覺到，常與政府機關互動的組織感受到的風

險低於不互動者，但在實務面並不顯著；另外，同樣為政府機關，常與衛生機關

互動的組織，卻感受到存著較高的風險。因而，政府機關（尤其是衛生機關）應

妥善管理夥伴關係可能對其他夥伴帶來的風險，並設法將低夥伴的不信任或不確
定感，以提昇彼此合作的意願。

（三）營造不同性質之部門或組織的良性互動，以促進夥伴關係的行動

有效夥伴關係的運作不僅需要彼此之間的協力，亦不能受制於正式關係，它

需要一張緊密的人際互動關係網（Peck and Dickinson, 2008），亦即，有效的夥伴

關係需要以良好的互動關係為基礎。本研究發現，無論是組織與政府機關、財團

法人或社團法人互動，只要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愈好，則在夥伴關係的應然面與

實然面皆有較佳的反應。基本上，夥伴關係參與者是基於一種志願的結合，且成

員之間的關係應該是要持久性的。因而，若要維持持久性的關係，這種結合必須

奠基在彼此之間有好的互動關係。當然，好的互動關係可能促進有效的夥伴關

係，有效的夥伴關係，亦可能強化好的互動關係，而形成一種互惠的效果。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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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有效夥伴關係的形成，更為讓夥伴關係能真正付諸行動，公私部門皆有責任與

義務，營造並善用各種機會，尤其是透過較緊密之非正式的人際互動，以強化彼
此之間的情感，並以之作為促進夥伴關係行動的基礎。

（四）強化依績效報酬和開誠布公，以作為經營與維繫專業團隊的要務

相互信任是影響專業團隊運作的要素之一（Bronstein, 2002），缺乏信任則是

影響專業團隊運作的首要障礙因素（Lencioni, 2001）。本研究發現，在許多專業

團隊實然面的變項中，「團隊能開誠布公的處理不信任案」是同意度相對較低的，

這已違背維繫專業團隊運作要件之一的「相互信任」（Hayes, 2002; Robbins and
Coulter, 2007）。此外，回饋與包含適當的獎勵和報酬體系亦是有效專業團隊運作

的要件（Øvertiveit, 1997; Hayes, 2002; Robbins and Coulter, 2007）。本研究發現，

在專業團隊實然面變項中，「團隊成員（已）依績效獲得公平的報酬/回饋」之同

意度也相對偏低，這同樣不利於有效專業團隊的維繫。專業團隊本來即是由互補

性的專業成員所組成，他們可能處於同一組織的專業結合，也可能是多個不同組

織之專業者的結合，其成員可能有其專業或本位主義，若無法建立互信機制，或

未能依實際績效作公平的獎勵，將可能衍生出因缺乏信任、逃避責任或不在意結

果之不利於團隊運作的障礙（Lencioni, 2002）。因而，長期照顧專業團隊的運作，
宜將依績效報酬和開誠布公列為經營管理上的要務。

（五）強化團隊管理者的領導技能，以引領員工投入團隊的實務

為讓事情能夠順利運作，團隊需有適宜的領者來協助員工克服困難，增加團

隊信心，凝聚並激勵團隊士氣，以引領團隊一起邁向目標（Hayes, 2002; Robbins
and Coulter, 2007）。本研究發現，擔任主管職務者在專業團隊實然面的總體和各

個次面向皆高於一線員工，特別是在實然-結構面和實然-領導面。儘管這些現象

已彰顯出主管要比員工具備較佳的專業團隊運作要件，但這可能是領導者較主觀

的認知，尤其是員工對於實然-領導面的回應低於管理者。為縮小管理者和一線

員工對專業團隊各個面向可能存在的落差，管理上應強化團隊管理者之領導相關

技能，以引領員工能對專業團隊的運作有更多的認知、承諾和投入，進而為專業
團隊的績效建立利基。

三、實務面的討論與建議

（一）定期舉辦或參與聯繫會報，以強化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運作基礎

有效夥伴關係或專業團隊的運作需要有良好的溝通與協商（Hayes, 2002;
Robbins and Coulter, 2007），聯繫會報的參與或舉辦可說是組織間或專業間較普

遍的互動模式，它可以提供一個分享、溝通與協調的平台。本研究發現，組織有

定期辦理或參與聯繫會報者，在夥伴關係實然面的多個次面向呈現顯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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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它可能是降低夥伴關係各種潛在風險的最佳策略之一。本研究亦發現，接

近八成的組織在三個月之內有舉辦或參與聯繫會報，且有定期辦理聯繫會報者，

在專業團隊實然面的多個次面向顯著高於沒有辦理者，尤其是專業團隊之實然-
文化面。這些發現已顯現出，定期舉辦或參與聯繫會報對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

運作，有其正向的效益。一般而言，聯繫會報臺灣社會服務各領域常有的一項較

為普遍且定期的活動，若能夠予以維繫，甚至更加豐富且深化聯繫會報的內涵，
將可更加有益於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實質效益。

（二）藉由教育及在職訓練，強化員工對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認知與承諾

無論是夥伴關係或專業團隊，其對當代跨部門及跨領域之長期照顧重要性已

不斷地被強調(DoH. 1998; Powell and Exworthy, 2002; Glasby and Dickinson)，尤

其是欲提供個人化與整合性的服務，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更被視為是朝向共同目

標之不可或缺的重要機制（Audit Commission, 2000）。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對夥

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認知與價值，幾乎皆是相當肯定與正向的；本研究亦發現，

無論是夥伴關係或專業團隊的實然面和應然面的總體或次面向，幾乎皆呈現高度

正相關，亦即，高度認知兩者的價值，對其實踐有正面的貢獻。然而，本研究卻

發現，經比較夥伴關係和專業團隊在應然面與實然面的表現，幾乎皆出應然顯著

高於實然的現象，這種落差相當程度的反映出所謂「知易行難」的現象。儘管夥

伴關係與專業團隊可能有些潛在的風險（Leutz, 1999; Dickinson and Glasby, 2010;
Cairns and Harris, 2011），但其價值與必要性是普遍被重視的（Glasby and
Dickinson, 2008; Brinkerhoff and Brinkerhoff, 2011）。為盡量縮小應然面與實然面

的落差，相關單位應透過各種教育或在職訓練的機會，除強化管理者與實務工作

者對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認知外，還要能夠激發他（她）們對實踐的承諾，以
為夥伴關係與專業團隊的落實奠定穩固的基礎。

（三）吸納具備專業證照或國家考試及格者，以營造高效能的專業團隊

共同的承諾是有效專業團隊的特徵之一（Hayes, 2002; Robbins and Coulter,
2007; Hardina et al., 2007）。專業團隊的組成本質上其成員除了具備相關專業的養

成教育，同時也要具備認可的專業證照，或經過國家考試的認可。臺灣目前的長

期照顧專業團隊主要係由護理師、社工師和醫師所組成，或因礙於具專業證照者

的人力不足，或因地理區域的分佈不均，使得有些單位必須採取權宜措施，而雇

用未具備專業證照或國家考試及格者。本研究發現，領有專業證照或經國家考試

及格者，在專業團隊實然面的總體及各個面向（除實然-風險面外），皆顯著高於

無專業證照或未經國家考試及格者。這項結果或已意味著具專業證照或經國家考

試及格者，可能因較具備完成團隊目標與任務的相關技巧，以及可能因較具信心

與認同感，而願意為團隊的目標奉獻（Hayes, 2002; Robbins and Coulter, 2007），
進而為團隊帶來更多的正向發展或績效。為營造一個高效能的長期照護專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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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相關單位應致力於吸納具備專業證照或經國家考試及格者，加入專業團隊的

行列。對於已在專業團隊內但未具證照或考試資格者，亦應予以提供是適切的輔
導，以助其儘速取得相關證照。

（四）師法護理專業者的團隊經驗，以強化跨專業團隊的能量

專業團隊的運作可能因溝通不良和語言差異、權力關係的衝突、意識型態的

差異或角色上的混淆，而影響專業團隊的運作（Rawson, 1997）。長期照顧專業

團隊往往是由多重專業領域者所組成，尤以護理師和社工師為主，本研究發現，

護理師在專業團隊實然面普遍高於其他專業背景者，尤其是在實然-總體、實然-
結構及實然-領導面皆顯著高於社工，這種現象可能與其在專業養成過程中的經

驗有關，也與其在實務訓練過程的經驗有關。儘管社工的許多領域亦是強調專業

團隊的運作方式，但相較於護理人員，社工的經驗仍是較為不足的。面對未來長

期照顧需求可能大幅的成長，護理與社工皆為醫師之外的主要且不可或缺的成

員，團隊經驗較少的社工宜抱持著學習的心態，向經驗較豐富的護理人員取經，

以便在跨專業團隊的實務中，能強化並累積更豐富的能量，以致力於專業團隊績
效的展現。

（五）營造團隊合作的氛圍，以提昇專業團隊運作的實際成效

本研究發現，團隊合作程度愈高者，無論在專業團隊的應然面或實然面，皆

有較正向的反應，迴歸分析亦顯現出，專業團隊的應然面或實然面，皆可顯著預

測專業團隊合作的程度，同樣地，團隊合作程度亦可顯著預測專業團隊的實然面

與應然面。顯見，專業團隊合作的程度與其應然面和實然面可能具有高度的關聯

性，它可能是 Jelphs and Dickinson（2008）之「正向事件鏈」（a kind of virtuous chain
of events）的反應。本研究亦發現，專業團隊的應然面和實然面存在著顯著的落

差現象，落差的原因可能是多元的，例如，團隊成員彼此信任的不足、缺乏良好

的溝通、內部支持的不足等，這些因素皆可能對有效專業團隊的運作，帶來更多

負面的影響，甚而影響到專業團隊的服務績效。在實務上，真誠的合作是專業團

隊運作上不可或缺的要素（Øvertiveit et al., 1997），團隊的管理者或領導者必須

要善用團隊的相關技巧，以及團體動力等措施，致力於營造良好的團隊合作氛

圍，藉以凝聚團隊的意識，激勵團隊的士氣，以讓專業團隊的目標與任務，能獲
得實質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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